
高血压以克服阻力。脑是对缺氧最敏感、耗氧最多的器官之一，
人类是直立动物，所以血压升高出现主观症状以头部多见。这
也是中医将高血压病的头痛眩晕称之为阳亢的重要机制。中医
学中，血液的分配输布的调节器便是肝，所谓“肝主疏泄气血”，
故阳亢之定位多与肝有关。与糖尿病情况类似，高血压病初期
症状不显时在古代同样不可知，大多在血压升高明显、甚或危
象及因高血压导致脑血管意外，并出现脑部急性反应症状时就
诊。此时多见面赤、头痛、眩晕等，自然以“阳亢”见证居多。急者
治其标，此时治疗以挽救生命作主导，自然以镇肝阳熄风为主。
然此病的病根并非因肝阳有余。笔者发现，现今就诊的高血压
患者初期表现有热象的占少数，更没有阳亢的症状，或即便出
现面热潮红、头痛眩晕等，但其舌象胖大淡紫、苔白腻，大便黏
滞不爽占多，可见其头面部症状是继发的虚阳表象。

高血压病虽然以血压为定义指标，但高血压病的病理本质
并非血压增高一项。血管硬化致内径的变窄、心功能的下降、血
容量的增加、血液黏稠度的增加、小血管的痉挛等均可引起血
压的上升。这些病理变化，无法单纯以“肝阳上亢”一概论之。其
辨证分型有痰湿（ 如血脂血糖升高引起血黏度升高，继而导致
血压升高） 、心阳虚（ 如心功能下降致血液回流受阻） 、肝郁 （ 如
精神紧张致血管持续收缩致高血压） 、血瘀等。事实上，高血压
患者往往存在着多种证型的混杂，且各因素间互为因果。笔者
检阅各类教材及论著，多数认为，高血病的阳虚多见于疾病严
重时的晚期，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近年来西医将高
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或高尿酸等定义为“代谢综合征”，反映出
对这一类疾病病理机制认识的深化。因而高血压病治疗策略的
优劣也并非单以血压指标改善来衡量。而是应以对高血病患者
的全身症状的改善，远期更应以其寿命和生存质量为标准。事
实上，单纯降压药治疗，降压效果反而不理想，同时采取降糖、
降脂、改善血流变、镇静等措施，降压药疗效大大提高。高血压
病倡导的复方制剂，其原理就基于此。
4 冠心病必用活血化瘀药论

冠心病的现代病理机制是冠状动脉缺血，自然存在着血液
动力学及流变学的异常变化。而血瘀证的证本质研究已使人将
血液流变指标异常与血瘀证对等。因而理所当然认为，凡是冠
心病必有血瘀证，既有血瘀证当然用活血药。笔者以为，这样的
认识是偏颇和不完全符合临床实际的。尽管临床上冠心病患者
中，血瘀证型确实常见，但亦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其表现并不符
合血瘀证的传统诊断标准，不一定要用化瘀药。一部分冠心病
患者系痰湿阻滞或心肾阳气不足，导致气机不畅，同样可致胸
闷胸痛。这类患者并未有明显的中医血瘀见症，用化痰温通法
治疗较活血化瘀法更理想。张仲景治疗胸痹的瓜蒌薤白白酒
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中没有一味现代意
义上的活血药，化痰温阳同样可化瘀滞治胸痹。事实上，痰湿脂
浊阻滞型或阳虚型冠心病并不少见。
5 肝炎即肝病论

中医之肝自然有西医解剖意义上肝的内涵，但中医肝的功
能，如疏泄气血，已超越解剖生理学肝的范围。因此，中医归肝
经的药不一定是现代意义肝病的药。另一方面，中医脾的运化
水谷却包括了西医肝的代谢功能。从临床上来讲，肝炎患者的
表现，如黄疸或胁痛、肝肿大等可以认为肝经湿热或肝经气滞
血瘀，但许多肝炎患者，有时仅见腹胀、恶心、厌食、便溏、乏力

等，按中医理论，毫无肝脏或肝经病变的表现，应属脾胃湿热或
脾胃寒湿或脾虚湿困。可见西医之肝炎并不一定是中医的“肝”
病。但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只要听说是肝炎，就认定肝经湿热
或肝气郁滞等，其诊断并不出于中医理论。在这一指导思想下，
其治疗当然是清利肝经湿热，茵陈、栀子、郁金之辈是免不了
的。究竟温脾化湿，或健脾利湿治法是否不如清利肝经湿热，这
当然有待专门的课题来论证，但从脾胃入手治肝炎病取效的医
案报道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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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尚论篇》对《伤寒论》的创新
夏 晨

（浙江省嵊州市中医院，312400）
  《尚论篇》亦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
作者喻昌，字嘉言，现将其有关伤寒的理法方药的创新点浅析
于下。
1 提出“阳明之表”

喻氏提出“阳明之表”的说法，桂枝汤、麻黄汤分主太阳之
表，葛根汤总主阳明之表，小柴胡汤总主少阳之表，三阳经合并
病，即随表邪多寡定方，丝丝入扣，喻氏提出“仲景于太阳经中，
有兼带阳明经者。其风伤卫，则桂枝汤中加葛根，其伤寒伤营，
则麻黄汤中加葛根，合、并之病亦然”，即证属“阳明之表”时，即
可用葛根及葛根汤类。但是阳明经证、阳明腑证均不宜用葛根，
无论是阳明经证大热、大汗、大渴津液不足，还是阳明腑证胃燥
阴亏津液不足，均不宜用解表发汗之葛根等，其理由是“本经前
条有云，阳明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
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是阳脉实者，不可过汗，且阳明主肌肉者
也，而用葛根大开其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恐胃愈燥而阴立
亡，故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阳明篇，阳绝即亡津液之互辞。
总之，阳明之表，可用葛根。阳明经证、腑证俱不可用。
2 提出“惊风”实质

厥阴病篇中“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
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厥而发
热，热深厥深，上攻而成喉痹，下攻而便脓血，此纯阳无阴之证，
这与其《寓意草》中小儿惊风可相互印证，喻氏认为，“惊风一证
乃前人凿空妄谈，后之小儿受其害者，不知几千百亿兆”。惊风
一证，小儿生死大关，其实质为外感高热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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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传经特殊情况
喻氏认为，“凡治伤寒之诀，起先惟恐传经，传经则变生。其

后惟恐不传经，不传经则势笃。”早期邪未深入而病浅，须积极
祛邪以防其传经而入深，即惟恐传经。其后若邪已深入而变深，
须视病情扶正祛邪以使邪传经而出，即惟恐其不传经。

虽云伤寒传足经不传手经，但喻昌指出，柴胡加龙骨牡蛎
汤证，此即伤寒八九日，误下后所致邪未传阳明而入手少阴心
经之变，不能以治足经之法治之。

又如邪传阳明，必须首先明了胃热之炽否，津液之竭否，里
证之实否，不能盲目应用亡阳必急回其阳，否则为先竭其阴的
误治，故不能滥用四逆汤。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之缓
而和其急，散其在里之阴寒。但如果出现疗效不佳，则弦为少阳
之本脉，而涩乃汗出不彻，腹痛乃邪欲传太阴，则用小柴胡汤以
和阴阳。
4 革新《伤寒论》编次

喻氏认为，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有失原貌，林亿的校正
和成无已的注解存在较多过失，有割裂仲景原文之嫌，他采取
整移改削法，进行错简重订，卷一为太阳经证治，以风伤卫为上
篇，五十三法；寒伤营为中篇，有五十八法；风寒两伤营卫为下
篇，载二十四法。卷二为阳明经证治，以外邪初入阳明而太阳未
净者，即“太阳阳明”为上篇，载三十九法；以外邪已离太阳而未
接少阳，即“正阳阳明”为中篇，载三十一法；以外邪已趋少阳而
未离阳明，即“少阳阳明”为下篇，载三法。卷三论述了少阳经证
治及合病、并病、坏病、痰病等，其中少阳经证治二十一法，合病
九法，并病五法，坏病二法，痰病三法。卷四囊括了三阳经证治
及过经不解病四法，差后劳复病六法，阴阳易病法等，其中太阴
篇载九法，少阴前篇二十五法，后篇十九法，厥阴篇五十五法。
5 活用《伤寒论》辨证用药

喻氏对《伤寒论》的方药从病机、治法、用药进行了分析，有
是证用是药，证变药亦变。

喻氏认为，麻黄升麻汤证中泄利不止的病机是阳气下陷；
葛根芩连汤证乃热邪已入阳明；桂枝加附子汤证中“小便难”的
病机有2个方面，一是津液外泄而不下渗，一是卫气外脱而膀胱
之气化不行。茯苓甘草汤用桂枝汤中之三，五苓散中之一，以示
三表一里之意等。

对于表里寒热之不同，可通过寒热药配伍比例的不同进行
治疗。如用“白虎则表热不解，用青龙则里热转增”，则惟于大青
龙汤中倍增石膏，稍减麻桂，或见寒多风少，则用麻杏石甘汤，
亦倍增石膏，稍减麻黄。又如芍药在解表方药中的应用，“勿焉
去芍药为大青龙，而升天兴云雨，勿焉存芍药为小青龙，而潘泥
润江海，勿焉用桂枝二越婢一，而细雨湿泥沙”，即根据欲发汗
与不欲发汗，营伤与否等情况，决定用或不用芍药，及其与他药
的配伍比例。喻昌曾攻举子业，乃饱学之士，其文穿插着骈偶
句，让人感受到行云流水的韵味。

卫行脉外，风伤卫之证，皆伤其外，外者，肌肤也。汗法，有
太过、不及之变，太过则邪未解而先扰其营，甚则汗不止而亡
阳，不及则邪欲出而早闭其门，必致病不除而生变。喻氏认为，
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发汗以内动血脉，更不取攻下以内动脏
腑。只一桂枝汤，遇时令温热，则加黄芩，名阳旦汤，遇时令凉
寒，则加桂，名阴旦汤，目的是使周身絷絷似乎有汗，皮间毛窍

暂开而邪散，桂枝气、味俱薄，服过片顷，其力即尽，恐药力易
过，借热稀粥以助其缓，令肌窍不致速闭，而外受之邪，尽从
外解。

喻氏认为，脾约用润下缓攻之法，宜早不宜晚，其成因是由
于平素津亏，阳明胃实，“若夫脾约之症，在太阳已即当下矣，更
何待阳明耶？”等邪入阳明下之，恐无救于津液，故虽邪在太阳，
即用麻仁丸缓下润其肠，使外邪不因峻攻而内陷。

喻氏对《伤寒论》五苓散注曰：“不行解肌反发其汗，至津液
内耗烦躁不眠，求救于水，若水入不解，脉转单浮，则无他变，而
邪还于表矣；脉浮本当用桂枝何以变用五苓耶？盖热邪得水，虽
不全解势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还表其热亦微，兼以小便不利，
证成消渴，则府热全具，故不从单解而从双解也；凡饮水多而小
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炽盛，何可复用桂枝之热？故导湿、滋汗、
清热，惟五苓有全功耳。”五苓散证是围绕一个外感之邪误治失
汗或误下，表里邪热相结，结热伤津成燥，水津失布，小便不利
的病机规律发展的，而这个证的成因是太阳中风失汗或过汗，
致太阳经腑同病而表里皆热，热邪影响膀胱水道气化。

《傅青主女科》带下篇治肝思想浅析
程 凤 花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瘫康复中心，450052）
  《傅青主女科》论理识证不拘前人，制方用药独具特色。现
就其《傅青主女科》带下篇中之治肝思想分析如下。
1 傅氏治肝之理法

傅氏认为，“脾气之虚，肝气之郁”，再加以“湿气之侵，热气
之逼”，则成诸般带下。若“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湿土之气
下陷，是以脾精不守，而不能化荣血以为经水，而反变成白滑之
物”，则成白带；若“肝之性既违，则肝之气必逆，气欲上升而湿
欲下降，……而走于带脉，遂从阴器而出”，则成青带；若“肝经
之郁火内炽，下克脾土，脾土不能运化，而致湿热之气蕴于带脉
之间，而肝不藏血，亦渗于带脉之内”，则成赤带。观傅氏之论带
下，均与肝脏密切相关，而肝脏病变中，又以肝郁最为常见，以
肝郁可克伐脾土；郁久则化热化火；化热化火，又可迫血妄行，
故肝郁是肝脏病变之基础。

历代治肝郁者，多作实证治之，以疏达肝气为要，或伍养
血，或伍益气，但总以疏达多，而补益少。傅氏则不然，从带下篇
之组方用药来看，其治肝郁以养为主，以疏为辅。傅氏如此之
治，自有其理。《本草新编》（ 此书作者陈士铎系傅氏传人，故此
书诚系解读傅氏之书的最佳参考） 芍药解下谓“世人用香附以
解郁，而郁益甚，一多用芍药，其郁立解，其何故也？盖郁气虽成
于心境之拂郁，亦终因于肝气之不足，而郁气乃得而结也。用芍
药以利其肝气，肝气利，而郁气亦舒。但肝因郁气之结，则虚者
益虚，非大用芍药以利之，则肝气未易复，而郁气亦未易解也”，
其香附解下又谓“用香附为君，以治妇人之病”，“暂服未尝不
快，久之而虚者益虚，郁者更郁”，故“气虚宜补，必用参、芪；血
少宜生，必须当、熟”。所以在傅氏看来，患者肝郁多因于肝虚，
且肝脏体阴而用阳，妇人又以血为本，故治当以养为主，而以疏
为辅。

若系肝经火热之证，就带下篇而言，或由郁久而化，或是血
亏而生。其来由虽有不同，傅氏仍治以养血为主，或佐疏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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